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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追踪调查 （ＣＬＨＬＳ） 数据， 分析

农村老年人口贫困和代际居住方式的变动状况及关联形式。 本文发现， 农村老年人口的贫

困发生率相对较高， 同时其与子女共同居住的比率明显下降， 代际共居老年人口的贫困发

生率低于代际分居老年人口； 老年人的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以及所在地区的地理文化特征

均对其贫困风险和代际居住决策有显著影响， 共居贫困率显著低于独居贫困率。 本文进一

步发现， 居住状态由独居转化为共居能够明显降低老年人口陷入贫困的风险， 而修正样本

损耗问题后的估计结果再次肯定了代际共居对老年人口减贫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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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 ６５ 岁及以

上人口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２０１４ 年达到 １０ １％ ， ２０１８ 年攀升至 １１ ９％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９）。 由于城镇化水平的 “代际” 差异， 老年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根据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中， 城市占 ２６％ ， 乡村和镇占 ７４％ 。 尽管城市的

出生率更低、 人口预期寿命也更长， 但老年人口仍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这是因为

“城市化” 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变。 从年龄结构来看， 城市化主要发生在年轻人之

中， 年老人群在这一过程中则更多滞留在农村社会。 从绝对数量看， 农村 （乡村和镇）

的老年人口约为城市的三倍。 一般而言， 老年人群由于劳动能力下降、 市场参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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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从市场获取收入的可能性将大幅度降低。 对农村老年人而言， 农村社会化养老

体系仍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个人年轻时的储蓄能力也相对有限， 因而其陷入贫困

状态的风险较高 （王金营、 杨茜， ２０１４； Ｒｅｇ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已有的研究发现， 农村

老年人口的贫困率甚至高达 ４１％ （王德文、 张恺悌， ２００５； 杨立雄， ２０１１； 程名望等，

２０１４； 章元等， ２０１９）。 农村老年人口持续的经济脆弱性既是特定历史时期和地区经济

发展作用的结果， 也与其自身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密不可分， “农村” 和 “老年” 双

重身份的叠加可能使其更容易陷入贫困。

中国长期具有居家养老传统， 成年子女与老年人共同居住， 以实现资源共享并提

供日常照料。 老年人通过与成年子女共居获得家庭内部陪伴、 情感支持和物质支持等，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陷入精神贫困和经济贫困的概率， 从而子女成为防止老年经济

困难的一种保险机制 （Ｃｉｇｎｏ， １９９２； Ｒｅｎｄａｌｌ ＆ Ｓｐｅａｒｅ， １９９５； Ｒｕｇｇｌｅｓ， ２００９； Ｇｒｕｎｄｙ
＆ Ｍｕｒｐｈｙ， ２０１８）。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乡村和镇老年人口的近 ６ 成收入来

自于其他家庭成员供养， 然而这种与子女共居的养老传统可能正在逐渐改变。 经济发

展往往伴随着出生率下降， 计划生育政策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 对于家庭而言，

出生率下降意味着家庭规模减小、 子女数量减少、 老年人相对数量增加， 从而降低家

庭代际共居选择的可能性， 增加了家庭的赡养负担 （陈彦斌等， ２０１９； 李萌等，
２０１９）， 也可能弱化家庭的风险分散功能。 上个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大量劳动力从农村

地区向城镇地区转移， 这种选择性的城市化模式导致了劳动力人口与赡养人口的空间

分离， 老年人口成为农村地区的 “留守” 人群， 这也减少了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共居的机

会。 当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独居” 倾向可能都会更为明

显， 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代际共居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功能 （于长永等， ２０１７）。 而在

农村地区， 公共养老体系尚处在发展阶段， 针对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远不

能满足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需要 （周爱民， ２０１９）。 这些情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

村老年人口的经济脆弱性， 致使其更容易陷入贫困而更难摆脱贫困。

本文的讨论将集中在农村老年人口居住方式与贫困状态的关联性。 这是因为农村老

年人通常缺乏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 而基于自身储蓄所形成的养老能力通常也明显不足，
因而农村老年人口贫困问题可能会表现得更为突出。 传统上， 农村家庭具有更强的养老

责任。 然而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 这将实质性地影响家庭养老传统。 相对而言，
城镇老年人通常会获得更多的养老金， 与子女分居的习惯也已经逐渐形成。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梳理代际居住安排和老年贫困关系的相

关文献； 第三部分介绍所使用的数据， 并对农村老年人贫困状况和居住状况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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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利用双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对老年贫困和代际共居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第五部

分讨论了样本状态变动情况， 并分析在给定上一期贫困状态下， 居住状态变动如何影

响下一期的贫困状态， 此外还利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性模型纠正样本流失所导致的偏差；

第六部分总结全文并给出相关建议。

二　 文献综述

（一） 农村老年贫困

中国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 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村老年

贫困的界定和测量、 农村老年贫困的决定因素以及反贫困战略等。 其中， 对农村老年

贫困的界定和测量分为经济贫困和多维贫困两种。 传统上， 人们倾向于从收入、 消费

和主观贫困角度测算农村老年人口的经济贫困， 认为农村老年人口的收入贫困率、 消

费贫困率和主观贫困率相对较高， 甚至超过一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口处于贫困之中，
远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和其他年龄人口 （王德文、 张恺悌， ２００５； 乔晓春等， ２０１８； 王

小林等， ２０１２； 王金营、 杨茜， ２０１４）。 与此同时， 一些学者基于阿玛蒂亚·森提出的

“可行能力理论” （Ｓｅｎ， １９７６）， 认为单一的经济贫困不能完全反映老年人口的贫困状

况， 主张从收入、 教育、 健康、 生活水平和社会联系等角度测算多维贫困指数， 发现

农村老年人消费贫困、 健康贫困和信心贫困比城市老年人更为严重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２０１１；
解垩， ２０１５； 沈扬扬等， ２０１８）。

农村老年贫困与老年人的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和公共福利等密切相关。 从个人特

征来看， 年龄越大、 身体健康状况越差且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女性农村老年人口更容易

陷入贫困 （杨菊华、 陈志光， ２０１０； 乐章、 刘二鹏， ２０１６； 韩华为等， ２０１７）。 从家庭

特征来看， 家庭人口规模和家庭中老年人口占比与老年人陷入贫困的风险正相关， 同

时独居和与子女互动较少也会进一步加大其陷入贫困的概率， 而家庭劳动力外出流动

则有助于缓解农村家庭贫困， 进而以共享家庭收入的方式抑制农村老年贫困 （杨菊华、

陈志光， ２０１０； 罗楚亮， ２０１０； 樊士德、 江克忠， ２０１６； 宋嘉豪等， ２０１９）。 从公共福

利来看， 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均能显著改善老年人口的经济状况， 进而减少农村老年

贫困 （王瑜、 汪三贵， ２０１４； 慈勤英、 宁雯雯， ２０１８）。
在农村老年人口的反贫困举措方面， 一些学者强调代际支持， 认为家庭养老作为

传统的养老方式， 在社会养老保障尚不完善的阶段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代际互动以及

代际转移支付的增加均有助于降低老年人口陷入贫困的风险 （杨菊华、 陈志光，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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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嘉豪等， ２０１９）。 一些学者则强调公共养老体系的保障功能， 主张建立养老金梯度给

付机制， 将养老金与老年人年龄挂钩， 并进一步提升老年低收入群体个人账户参保缴

费的财政补贴标准， 以积极应对农村老年贫困问题 （张川川、 陈斌开， ２０１４； 柳如眉、
柳清瑞， ２０１６）。

（二） 代际共居与农村老年贫困

代际共居对老年贫困的影响受到了学界的持续关注。 一些学者从精神贫困维度出

发， 认为与成年子女共住能够有效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 降低其患抑郁症的风险， 并

提升其幸福感和满意度 （Ｃｏｕｒｔｉｎ ＆ Ａｖｅｎｄａｎｏ， ２０１６； Ｇｒｕｎｄｙ ＆ Ｍｕｒｐｈｙ， ２０１８）。 另一

些学者从经济贫困维度出发， 认为代际共居与老年人口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其中

Ｒｅｎｄａｌｌ ＆ Ｓｐｅａｒｅ （１９９５） 估计了代际共居减缓美国老年贫困的程度， 认为如果没有大

家庭共同居住， 且没有遗赠， 贫困率将比观察到的水平增加 ４２％ ， 充分肯定了代际共

居对老年贫困的缓解功能； Ｃｈｅｓｌｅｙ ＆ Ｐｏｐｐｉｅ （２００９） 和 Ｐｉｃｏ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认为老年

人通过与子女组建大家庭共享家庭收入， 同时可以利用规模经济， 从而摆脱贫困， 进一

步肯定了代际共居减少老年贫困的积极意义。 然而， Ｐｒｉｅｂｅ （２０１７） 发现印度尼西亚的老

年人口更倾向于维持原有的居住状态， 而转为与子女共同居住是其经济状况恶化的结果，

这意味着代际共居与老年人的经济状况负相关， 可作为监测老年贫困的重要指标。
国内学者也高度关注代际共居与农村老年贫困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些学者认为代

际共居能够降低农村老年贫困， 与子女共住的农村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概率更低， 而独

居、 与孙子女同住及与其他亲属同住的农村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 （杨菊华、 陈志光，
２０１０； 韩华为等， ２０１７）。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代际共居与农村老年贫困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 与子女共居的老年人陷入经济贫困的风险更高， 原因在于分家是乡村社会成熟

家庭的传统， 而代际共居很可能意味着家庭经济条件较差， 没有更多的住房等 （王瑜、
汪三贵， ２０１４）。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代际共居对农村老年贫困没有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

是否与子女同住并不会影响成年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转移支持 （慈勤英、 宁雯雯， ２０１８；

侯斌， ２０１９）。 此外， 一些学者还关注了农村老年人口收入变动对代际共居变动的影

响， 发现老年人通过领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使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后， 更

倾向于与子女分开居住， 子女也对父母单独居住更为放心 （Ｃｈｅｎ， ２０１７）。

本文遵循传统的老年贫困测算方法， 采用人均家庭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来界定农

村老年人是否贫困， 这主要是考虑到其他维度的贫困多与收入贫困相关。 另一方面，
在分析代际共居与农村老年贫困的关系时， 本文充分考虑了代际共居的内生性， 认为

代际共居具有较强的自选择性， 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文化偏好等做出代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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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安排决策， 同时代际居住安排决策也会通过收入共享和规模经济等传导机制影响

家庭经济状况， 进而影响老年贫困。 鉴于此， 本文采用双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描述二者之

间的关系。 考虑到代际居住安排和老年贫困的动态性， 本文尝试进一步讨论居住状态

变动对老年贫困动态变动的影响以及样本损耗 （流失） 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三　 数据和描述

（一） 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关注代际共居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 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 “中国老年健

康影响因素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 简称 “ＣＬＨＬＳ”）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期间的四次住户调查数据。 ＣＬＨＬＳ 基线调查开始于 １９９８ 年， 随后分

别于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在 ２３ 个省

份进行了六次追踪调查①。 该调查主要针对 ６５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详尽地记录了老

年人的个人特征、 家庭关系、 生活自理能力、 躯体功能、 认知功能、 生活方式、 饮食、

心理特征、 社会和家庭支持照料等信息。 本文将 ６５ 岁及以上、 目前居住在集镇或乡村的

老年人口作为研究对象， 并与社区问卷匹配。 历年调查所包含的老年人数量见表 １。 ２００８

年调查补充了新的老年人样本， 因而最初两个年份数据中所包含的老年人样本相对较多，

分别为 １５１８７ 人和 １６２５５ 人， ２０１４ 年数据中的老年人数量下降至 ６７３６ 人。 ２００８ 年以后的

样本数量减少主要是各种原因所导致的样本流失 （ａｔｔｒｉｔｉｏｎ） 的结果。

（二） 老年贫困

贫困发生率的测量与贫困线的选择密切相关。 本文所讨论的老年贫困指的是收入

贫困， 即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低于贫困标准， 并采用当前官方贫困标准作为贫困识别的

依据， 即 ２０１０ 年年收入 ２３００ 元。 其他年份的贫困线根据鲜祖德等 （２０１６） 及历年全

国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调整得到。 调查数据中的收入题项均询问的是 “上一

年” 的情况， 因此相应调查年份的贫困标准采用的是一期滞后值， 如 ２００５ 年住户数据

中收集的是 ２００４ 年的收入信息， 因此相应地采用了 ２００４ 年国家贫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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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省份包括北京、 上海、 天津和重庆 （直辖市）； 江苏、 浙江、 河北、 福建、 山东、 广东

和海南 （东部地区）； 湖北、 湖南、 河南、 安徽、 江西和山西 （中部地区）； 陕西、 四川和

广西 （西部地区）； 黑龙江、 吉林和辽宁 （东北地区）。 ＣＬＨＬＳ 在 ２００５ 年以前的调查涵盖 ２２
个省份， ２００８ 年起增加海南省澄迈市。



表 １ 给出了不同年份的样本分布及老年人口的总体贫困程度。 从分布区域来看，

历年乡村老年人口所占份额都在 ５０％以上， 并且这一份额大体稳定； 城市老年人口所

占份额明显下降， 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４ ４４％ 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４ ０１％ ， 下降了 １０ 个百分

点。 ２００５ 年居住在集镇和乡村的老年人口占全部样本的 ７６％ ， 在此后年份中这一份额

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表 １　 样本数及贫困总体特征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４ 年

老年人数量（人） １５１８７ １６２５５ ９３４６ ６７３６
其中， 城市（％ ） ２４ ４４ １９ ６９ １７ ５２ １４ ０１
　 　 集镇（％ ） １９ ４８ １９ ３７ ２９ ７８ ３０ ９７
　 　 乡村（％ ） ５６ ０９ ６０ ９４ ５２ ７１ ５５ ０２
省份数量（个） ２２ ２３ ２３ ２３
人均收入（元） ５２１５ ５６９９ ８９２３ １１０７０
其中， １０％分位点 ７１０ ９５７ １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５０％分位点 ３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５０００ ６６６７
　 　 ９０％分位点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６６７ ２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贫困线（元） １７０５ １８６４ ２３００ ２７３６
贫困发生率（％ ） ２８ ３０ ２６ ０９ ２３ １５ ２１ ３０
其中， 城市（％ ） ８ ３５ ５ ０９ ４ ８９ ５ ０８
　 　 集镇（％ ） ２３ ９０ ２１ ２４ ２３ １８ １７ ８８
　 　 乡村（％ ） ３８ ５２ ３４ ４２ ２９ ２１ ２７ ３６
官方农村贫困率（％ ） ３０ ２ — １２ ７ ７ ２

　 　 注： 全部人口贫困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数据。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ＬＨＬＳ 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到。

从收入分布来看， 老年人群的人均收入水平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５２１５ 元上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１０７０ 元， 后者是前者的 ２ １２ 倍， 年均名义增长率为 ８ ７％ ①， 但老年人群内部存在着

比较严重的收入不均等。 从分位点收入水平可以看出， ２００８ 年 ９０％分位点收入相当于

１０％分位点的 １３ 倍， ２００５ 年则为 １４ 倍，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均为 ２０ 倍。 当然， 平均收

入与中位数收入之比有所下降， 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 ７４ 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 ６６， 这表明收入

分布的不均等程度在这一时期有所缩小。 但这种下降主要发生在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１ 年的平均收入与中位数收入之比为 １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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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调查数据中缺乏收入构成信息， 因此不能判断这种收入增长究竟是养老金等转移收入增

加所致还是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行为发生改变从而工资性收入增长所致。



四次住户调查数据显示， 样本中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 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４

年， 根据官方贫困标准， 全部老年人贫困发生率从 ２８ ３％ 下降至 ２１ ３％ ， 下降了 ７ 个

百分点。 分城乡来看， 居住在乡村的老年人贫困发生率最高， 集镇次之， 最低的是城

市老年人。 乡村和集镇老年人贫困发生率通常要高于全国农村贫困率。 这种差异在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４ 年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不同年份来看， 农村和集镇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

也更大。 乡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８ ５２％下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７ ３６％ ， 下降

了超过 １０ 个百分点。 居住于集镇的老年人贫困发生率在这一期间下降了 ６ 个百分点。

当然， 即便如此， 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仍要明显低于全国农村官方贫困

率。 这意味着， 这一时期老年人减贫效果较不明显， 减贫难度更大。 本文的讨论集中

于 “农村老年贫困”， 包括居住在乡村和集镇的人群。 这是因为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 老

年人群更加集中在这些地区， 而这些地区的老年人贫困发生率也明显更高。

（三） 代际居住方式

表 ２ 给出了老年人是否与成年子女共居的分布特征①。 从中可以看出， 老年人的居

住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共居比例大幅度下降。 ２００５ 年的代际共居

比率略高于 ４０％ ， ２００８ 年略微下降了 １ ５７ 个百分点。 随后下降速度加快， 在 ２０１１ 年

至 ２０１４ 年期间， 共居比例下降幅度超过 １０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４ 年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共居

比例下降至 ２２ １９％ 。

表 ２　 代际居住方式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４ 年

代际共居（％ ） ４０ ７６ ３９ １９ ３２ ８７ ２２ １９

城市 ３９ ３４ ４０ ０２ ３６ ４７ ２６ ３８

　 男性（％ ） ３９ ６６ ３８ ８５ ３０ ０５ ２２ ８８

　 女性（％ ） ３９ １０ ４０ ９６ ４１ ９２ ２９ ３９

集镇 ４０ ８４ ３８ ３６ ３６ １１ ２４ ６４

　 男性（％ ） ３９ ７５ ３６ ７２ ３０ ２２ ２３ ５８

　 女性（％ ） ４１ ６８ ３９ ５８ ４１ １６ ２５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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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代际居住安排依据下列问题识别： “Ｆ１０ － ３ 请您告诉我您所有孩子的情况， 包括是否亲生、
性别、 是否健在、 年龄和居住地 （０ 与老人同住， １ 本村 （街道）， ２ 本乡或本区， ３ 本

县 （市）， ４ 邻近县 （市）， ５ 其他较远地方， ８ （不知道））”。 将至少有一个健在的、 年

龄在 ３５ 岁至 ６５ 岁之间的成年子女与老人同住视为代际共居， 否则视为代际分居。



续表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４ 年

乡村 ４１ ３５ ３９ １９ ２９ ８４ １９ ７５

　 男性（％ ） ４１ ５１ ３６ ３５ ２７ ３４ １８ ２２

　 女性（％ ） ４１ ２３ ４１ ２１ ３１ ８０ ２１ ０３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ＬＨ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从城乡分布来看， ２００５ 年城市、 集镇和乡村老年人口的代际共居比率较为接近。

约有 ４０％的老年人口与其成年子女共同居住。 之后城市、 集镇和乡村的代际共居状况

开始异化。 到 ２０１４ 年城市老年人口代际共居比例最高， 为 ２６ ３８％ ， 而乡村仅有不到

１ ／ ５ 的老年人口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 集镇老年人口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的比例也在

１ ／ ４ 以下。 这种现象很可能与这一阶段大规模的乡村和集镇劳动力外出务工流动有关，

而年轻人婚后独居观念的强化也可能加剧了代际分居现象。 从性别分布来看， 女性老

年人口的代际共居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其中以城市最为明显。 如 ２０１４ 年城市中有近

３０％的女性老年人口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 高出男性老年人口约 ７ 个百分点， 这很可

能与女性老年人口更多承担着帮忙照看孙子女的任务有关。

此外， 从农村和乡镇老年人口代际共居的生命周期变动图 （图 １） 可以看出， 老年人

口代际共居比率与年龄之间存在 “倒 Ｕ 型” 变动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加， 老年人被照料

的需求在增加， 与成年子女共居的概率加大， 但高龄老人与成年子女共居的比率逐渐下降。

图 １　 年龄与代际共居比率 （乡村和集镇）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ＬＨ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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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代际居住方式与老年贫困

表 ３ 描述了代际居住方式与老年人口贫困发生率之间的关系。 整体来看， 共居老年

人贫困发生率明显低于独居老年人。 ２００５ 年共居老年人贫困率为 ２４ ６２％， 低于独居老年

人贫困率超 ６ 个百分点。 到 ２０１４ 年共居老年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１３ ３８％， 而独居老年人贫

困发生率仍处于高位， 达到 ２３ ５６％， 比共居老年人贫困发生率高出 １０ 个百分点。 从城乡分

布来看， 城市共居老年人与独居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比较接近。 但乡村和集镇共居老年人的

贫困发生率始终低于独居老年人， 这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仍在乡村和集镇发挥着重要作用。

表 ３　 代际居住方式与老年贫困率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４ 年

共居贫困率 ２４ ６２ ２４ １９ ２０ １８ １３ ３８
其中， 城市（％ ） ７ ６０ ４ ９２ ３ ８５ ６ ４３
　 　 集镇（％ ） １９ ０４ １９ ５４ １９ ５０ １０ ３１
　 　 乡村（％ ） ３３ ５９ ３１ ９９ ２７ ２８ １７ ９０
独居贫困率 ３０ ９１ ２６ ３７ ２４ ６１ ２３ ５６
其中， 城市（％ ） ９ ０２ ４ ７９ ５ ４８ ４ ６０
　 　 集镇（％ ） ２７ ２６ ２１ ５４ ２５ ２５ ２０ ３６
　 　 乡村（％ ） ４２ ０５ ３４ ８０ ３０ ０３ ２９ ６９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ＬＨ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此外图 ２ 还给出了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共居老年人和独居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 与

表 ３ 描述性结果相一致， 共居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明显低于独居老年人。 在 ９０ 岁以前

图 ２　 年龄与贫困率 （乡村和集镇）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ＬＨ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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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相差约 ５ ～ ８ 个百分点， 但在 ９０ 岁以后共居老年人和独居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较为

接近， 均处在 ３０％的高位。 这很可能是因为当老年人年龄高达 ９０ 岁以后， 其子女年龄

也大致达到 ６０ 岁以上， 获取收入的能力开始衰减， 对高龄父母的经济支持也逐步下

降。 基于代际居住方式与老年贫困发生率之间的变动关系， 表 ３ 意味着， 代际居住方

式可能影响老年贫困。

四　 计量分析

（一） 估计模型

本文目的在于讨论老年人居住方式安排对贫困状态的影响。 由于居住方式也是内

生选择的结果， 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会影响其代际居住决策， 同时代际居住决策也会反

过来影响老年人的经济状况， 因此本文首先采用双变量 （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估计

相互具有关联性的两个回归方程。 贫困和共居方程分别表示为：
Ｐｒｏｂ（ｐｏｖｅｒｔｙ ＝ １ Ｘ１，ｃｏｒｅｓｉｄｅ） ＝ Ｘ１β１ ＋ δ１ｃｏｒｅｓｉｄｅ ＋ ε１ （１）

Ｐｒｏｂ（ｃｏｒｅｓｉｄｅ ＝ １ Ｘ２，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Ｘ２β２ ＋ δ２ｐｏｖｅｒｔｙ ＋ ε２ （２）

其中， ｐｏｖｅｒｔｙ ＝１ 表示处于贫困状态， 根据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与国家贫困线的比较来

识别， ｐｏｖｅｒｔｙ ＝０ 表示非贫困状态； ｃｏｒｅｓｉｄｅ ＝１ 表示与成年子女共居， ｃｏｒｅｓｉｄｅ ＝０ 表示与成

年子女分居。 方程 （１） 和方程 （２） 的误差项分别满足： Ｅ （ε１ Ｘ１， Ｘ２） ＝ Ｅ （ε２ Ｘ１，
Ｘ２） ＝０； Ｖａｒ （ε１ Ｘ１， Ｘ２） ＝ Ｖａｒ （ε２ Ｘ１， Ｘ２） ＝ １， 即扰动项的方差被标准化； Ｃｏｖ
（ε１， ε２ Ｘ１， Ｘ２） ＝ ρ， 即双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估计允许两个方程之间存在关联性。 这一模

型的 （联合） 似然函数及估计方法可见 Ｇｒｅｅｎｅ （２００２）。
（二） 变量说明

贫困方程的解释变量主要关注与子女联系的密切程度、 当地地貌特征以及年最低

气温等， 这些因素与老年人的收入状况有关， 但与其居住方式选择可能没有直接联

系。 具体而言， 与子女联系的密切程度综合考虑 “成年子女是否常来看您” 以及

“成年子女是否常通讯联系” 两个变量， 将其标准化处理后等权重生成衡量 “与子女

联系的密切程度” 综合指标。 当地地貌特征以所在县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比表示。 山

地丘陵面积占比高的地区， 经济发展自然条件通常相对差一些， 因而这一指标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出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所在县当年的最低气温也反映所在地区的自然条

件。 年最低气温较高的地区， 一般更适合农作物种植， 有利于经济发展。 此外， 在贫

困方程中还控制了成年子女数量 （包括成年儿子数、 成年女儿数） 和老年人的个体特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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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变量 （包括性别、 年龄、 受教育年限、 性格指数、 健康水平和反应思考表达能力

等）。 健康水平基于老年人的健康自评来确定， 数值越高， 健康状况越好①； 性格指

数基于问卷中性格特征板块的多维特征生成综合指数②， 数值越高， 老年人的性格越

积极乐观； 反应思考表达能力的处理与性格指数相同③， 数值越大， 老年人的反应思

考表达能力越强。

表 ４　 相关变量历年均值

变量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４ 年

贫困（是 ＝ １） ０ ３４７５ ０ ３１２４ ０ ２７０３ ０ ２３９５

共居（是 ＝ １） ０ ４１２２ ０ ３８９９ ０ ３２１１ ０ ２１５１

成年儿子数量（个） １ ５０１４ １ ５３２６ １ ６９２８ １ ６３８５

成年女儿数量（个） １ ３１２０ １ ３４２７ １ ４８００ １ ４２６１

男性（是 ＝ １） ０ ４２４２ ０ ４１７７ ０ ４４７０ ０ ４５４９

年龄（岁） ８６ ０５５６ ８７ ３９０５ ８５ ８５０６ ８５ ６４３０

受教育年限（年） １ ５７２９ １ ５６７９ １ ８６８０ １ ９７８７

健康水平（１ ～ ５ 级） ３ ４１４５ ３ ４０９４ ３ ３３２７ ３ ３４６８

性格指数 ０ ００２８ － ０ ０４１７ ０ ０１９２ ０ ０１３８

反应思考表达能力指数 ０ ００５１ － ０ ０４４３ ０ ０１９２ ０ ０４１３

与子女联系密切（是 ＝ １） ０ ６５３５ ０ ７３０９ ０ ８０１６ ０ ９０７８

所在县山地丘陵占比（％ ） ２０ ８７０１ ３３ ４５７６ ２９ ７６１１ ２７ ６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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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健康水平以老年人的健康自评为依据， 基于问题 “Ｂ１ － ２ 您觉得现在您自己的健康状况怎么

样？ １ 很好， ２ 好， ３ 一般， ４ 不好， ５ 很不好”， 分别赋值 “很好” ＝ ５， “好” ＝ ４， “一
般” ＝ ３， “不好” ＝ ２， “很不好” ＝ １， 数值越高， 表示健康状况越好。
性格指数以问卷 Ｂ２ 性格特征板块中的 ７ 个问题为依据， 其中问题 Ｂ２ － １、 Ｂ２ － ２、 Ｂ２ － ５ 和

Ｂ２ － ７ 分别反映 “凡事想得开”、 “爱干净”、 “自己事情自己说了算” 以及 “与年轻时一样

快活” 等积极性格特点， 分别赋值 “很想得开”（“很喜欢”） ＝ ５， “想得开”（“喜欢”） ＝ ４，
“一般” ＝ ３， “想不开”（“不喜欢”） ＝ ２， “很想不开”（“很不喜欢”） ＝ １， 而问题 Ｂ２ － ３、
Ｂ２ － ４ 和 Ｂ２ － ６ 分别反映 “感到紧张害怕”、 “感到孤独” 以及 “觉得越老越不中用” 等消

极性格， 分别赋值 “总是” ＝ １， “经常” ＝ ２， “有时” ＝ ３， “很少” ＝ ４， “从不” ＝ ５， 随后将

７ 个分项性格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生成一个综合的性格指数， 取值越高， 表示性格越

好， 越乐观积极。
反应思考表达能力以问卷 Ｃ１ 一般能力、 Ｃ２ 反应能力、 Ｃ３ 注意力及计算能力、 Ｃ４ 回忆能力

和 Ｃ５ 语言、 理解与自我协调能力板块的 ２２ 个问题为依据， 分别赋值对 ＝ １、 错 ＝ ０， 随后将

２２ 个分项能力特征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生成一个综合的反应思考表达能力指数， 取值越高，
表示反应思考表达能力越强。



续表

变量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４ 年

所在县年最低气温（度） － ８ ５６１９ － ９ ０３１９ － ８ ９１１０ － ８ ８３３４

共居偏好指数 ０ ４１１６ ０ ３８８９ ０ ３１８１ ０ ２１４４

当时有配偶（是 ＝ １） ０ ３２４２ ０ ３１３５ ０ ３７７２ ０ ３９３８

日常行动能力指数 ０ ０１１３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２５３

家庭决策能力指数 ２ ８１８１ ２ ６２９６ ２ ７４０１ ２ ８５２５

社区服务水平指数 － ０ ０２９４ － ０ ０４５６ ０ ０３０７ ０ ０６９６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ＬＨ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代际共居方程的解释变量主要关注共居偏好、 调查时婚姻状况、 日常行动能力、

家庭决策能力以及社区服务水平等。 这些变量与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有关， 但与其收入

状况可能没有直接联系。 具体而言， 共居偏好以所在县区老年人口与成年子女共居的

比率来描述， 数值越高则反映当地社会共居偏好越强； 调查时婚姻状况， 即当时是否

有配偶； 日常行动能力， 在日常行动能力自我评价基础上， 先标准化再生成综合指

数①； 家庭决策能力基于老年人对家庭开支的参与程度来确定， 家庭决策能力越强的老

年人越可能单独居住； 社区服务水平以所在社区对老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为依据， 包

括是否有起居照料、 上门看病、 送药、 精神慰藉、 聊天解闷等， 生成一个标准化的综

合指数②。 此外， 与贫困方程类似， 还控制了成年儿子数、 成年女儿数、 性别、 年龄、

受教育年限、 性格指数、 健康水平和反应思考表达能力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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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常行动能力以问卷 Ｅ 日常行动能力中的 Ｅ１ － Ｅ１４ 等 １４ 个问题为基础， 综合反映老年人洗

澡、 穿衣、 上厕所、 室内活动需要他人帮扶、 控制大小便、 吃饭时是否需要他人帮助、 独自

到邻居家串门、 独自外出买东西、 独自做饭、 独自洗衣服、 连续走 ２ 里路、 能提起大约 １０
斤重的东西、 连续蹲下站起三次以及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等日常行动能力， 分别赋值

“能”（“无需帮助”） ＝ ３， “有一定困难”（“需要帮助”） ＝ ２， “不能”（“完全由他人帮助”） ＝
１， 随后将 １４ 个分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生成一个综合的日常行动能力指数， 取值越

高， 表示日常行动能力越强。
社区服务水平以问卷 “Ｆ１４ 您所在社区有哪些为老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 为依据， 包含 Ｆ１４ －
１ 起居照料、 Ｆ１４ －２ 上门看病送药、 Ｆ１４ －３ 精神慰藉和聊天解闷、 Ｆ１４ － ４ 日常购物、 Ｆ１４ － ５
组织社会和娱乐活动、 Ｆ１４ － ６ 提供法律援助 （维权）、 Ｆ１４ － ７ 提供保健知识、 Ｆ１４ － ８ 处理

家庭邻里纠纷、 Ｆ１４ 其他等 ９ 个问题， 分别赋值 “有” ＝ １， “没有” ＝ ０， 随后将 ９ 个分项指

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生成一个综合的社区服务水平指数， 取值越高， 表示社区服务水

平越好。



（三） 估计结果

表 ５ 给出了农村和乡镇老年人口贫困发生和代际共居影响因素的双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估计结果， 分别给出了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期间各年份数据的混合估计， 以及 ２００５ 年

（最初年份） 和 ２０１４ 年 （最终年份） 的估计结果。 在各年份数据混合估计结果中， 控

制了各年份虚拟变量。
从表 ５ 可以看出， 与成年子女共居和老年人的贫困状态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关联。

无论是各年份的合并回归结果还是分年份的估计结果都显示， 与成年子女共居的老年

人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显著较低， 同时贫困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共居的可能性也显著

较低。
此外， 其他相关变量对于老年人贫困和共居选择的影响表现为， 子女数量和年龄、

教育等老年人个体特征因素同时影响贫困发生和代际居住方式选择。 从贫困方程来看，

成年儿子数和成年女儿数与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概率正相关， 即多子女的老年人陷入贫

困的可能性更高， 这一看似反常的结论与以往的研究是相似的 （石智雷， ２０１５）。 一种

可能的解释是， 父母多生孩子的代价是无法给单个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 结果在老年

时子女的赡养能力也因受教育程度低而受到限制， 反而更容易陷入贫困。 年龄与老年

人口的贫困发生率间存在 “倒 Ｕ 型” 曲线关系， 即随着年龄的增加， 老年人的贫困发

生概率先上升， 但当年龄进一步增加时， 贫困发生率转而下降， 这不同于慈勤英和宁

雯雯 （２０１８） 与于长永 （２０１８） 得出年龄与老年人口贫困发生率线性正相关的结论。
受教育程度较高且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陷入贫困的风险较低。 性格更为乐观外

向、 反应思考能力较强的老年人， 陷入贫困状态的概率相对较低。

从代际共居维度来看， 儿子数能够显著影响老年人的代际居住安排， 而女儿数对

老年人的代际居住安排的影响在 １０％置信水平上仍不显著， 这一方面是由于女儿结婚

后多在丈夫家生活， 与生身父母共同居住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另一方面农村和乡镇

“养儿防老” 观念盛行， 父母在年迈时往往倾向于与儿子一起居住。 儿子数量对老年人

代际居住安排的影响方向在 １０ 年间发生了逆转， ２００５ 年儿子数越多， 老年人的选择空

间越大， 越倾向与儿子共住； 而在 ２０１４ 年儿子数越多的老人， 越不倾向与儿子共住，
这可能是儿子过多会引起在安排如何照顾父母时相互推诿 （互相搭便车）， 甚至多子会

加大父母遭遇儿子不孝顺的风险 （Ｗａｔｓｏｎ ＆ Ｋｉｖｅｔｔ， １９７６； 叶勇力等， ２００７）。 年龄对

代际共居的影响呈 “倒 Ｕ 型” 曲线形式， 随着年龄的增加， 老年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共

住， 但当年龄进一步增加时， 与子女共住的可能性开始下降， 这进一步验证了图 １ 所

示的结果， 后段下降趋势可能与老年人更偏好居住在老房子的观念相关； 性格较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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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外向的老年人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可能性较低， 这很可能因为性格更为积极乐观的老

人更善于与邻里相处， 对子女的情感依赖相对较低， 共居倾向也较低； 同时， 尽管

２０１４ 年部分估计结果不显著， 但第二列和第四列的估计结果仍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

育程度较低、 健康状况较差以及反应思考表达能力较弱的老人更可能与成年子女共居；

此外， 男性老年人口和女性老年人口代际居住安排差异不大。

表 ５　 双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系数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贫困 共居 贫困 共居 贫困 共居

共居
－ １ ４００∗∗∗

（ － １１０ ９２）
－ １ ５０５∗∗∗

（ － ６２ １６）
－ １ ５３４∗∗∗

（ － ２８ １９）

贫困
－ １ ５１６∗∗∗

（ － １２６ ２６）
－ １ ５７７∗∗∗

（ － ７０ ７０）
－ １ ６９８∗∗∗

（ － ３０ ８４）

成年儿子数
０ ０２３∗∗∗

（３ ６８）
０ ０２２∗∗∗

（３ ４５）
０ ０３５∗∗∗

（３ ０４）
０ ０３９∗∗∗

（３ ４１）
０ ０５１∗∗

（２ １９）
－ ０ ０４６∗

（ － １ ８８）

成年女儿数
－ ０ ０００

（ － ０ ０４）
－ ０ ００９

（ － １ ４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

－ ０ ００１
（ － ０ ０８）

０ ０３１
（１ ５４）

－ ０ ００１
（ － ０ ０３）

男性
－ ０ ００２

（ － ０ １１）
０ ００５
（０ ３１）

－ ０ ０１０
（ － ０ ３６）

０ ０１９
（０ ６８）

０ ０７８
（１ ５７）

０ ０１６
（０ ８３）

年龄
０ ０３４∗∗∗

（２ ９９）
０ ０５９∗∗∗

（５ ２３）
０ ０９３∗∗∗

（４ ９９）
０ １１６∗∗∗

（６ ４３）
－ ０ ０１３

（ － ０ ３３）
０ ０６９
（１ ３６）

年龄平方 ／ １００
－ ０ ０１７∗∗∗

（ － ２ ５９）
－ ０ ０３３∗∗∗

（ － ５ ０１）
－ ０ ０５３∗∗∗

（ － ４ ７３）
－ ０ ０６８∗∗∗

（ － ６ ３３）
０ ００７
（０ ２９）

０ ０１５
（０ ３７）

受教育年限
－ ０ ０３４∗∗∗

（ － １１ ８４）
－ ０ ０２３∗∗∗

（ － ８ １３）
－ ０ ０３２∗∗∗

（ － ５ ７８）
－ ０ ０２２∗∗∗

（ － ４ １４）
－ ０ ０３９∗∗∗

（ － ４ １６）
－ ０ ０１０

（ － ０ ４１）

健康水平
－ ０ ０６１∗∗∗

（ － ６ ８１）
－ ０ ０２８∗∗∗

（ － ３ １４）
－ ０ ０６３∗∗∗

（ － ４ ０７）
－ ０ ０３８∗∗

（ － ２ ３４）
－ ０ ０８３∗∗∗

（ － ３ ０７）
－ ０ ０２３∗∗∗

（ － ２ ６４）

性格指数
－ ０ ５５０∗∗∗

（ － ９ ５０）
－ ０ ３８１∗∗∗

（ － ６ ５６）
－ ０ ５０６∗∗∗

（ － ５ ２０）
－ ０ ４０４∗∗∗

（ － ４ １７）
－ ０ ３２６∗

（ － １ ７９）
－ ０ ０４６

（ － １ ５５）

反应思考表达能力
－ ０ ２１８∗∗∗

（ － ６ ０２）
－ ０ １５３∗∗∗

（ － ４ １９）
－ ０ ２６２∗∗∗

（ － ４ １０）
－ ０ ２１６∗∗∗

（ － ３ ４１）
－ ０ ０６７

（ － ０ ５８）
０ ０４０
（０ ２３）

与子女联系密切
－ ０ １６２∗∗∗

（ － ９ ７８）
－ ０ １３６∗∗∗

（ － ３ ３４）
－ ０ ０８１∗

（ － １ ７６）

山地丘陵地区
０ ００１∗∗∗

（１２ ９５）
０ ００３∗∗∗

（９ ０３）
０ ００１∗∗

（２ ０７）

年最低气温
－ ０ ００３∗∗∗

（ － １５ ３２）
－ ０ ００４∗∗∗

（ － ４ ４５）
－ ０ ００４

（ － １ ３６）

共居偏好
１ ０３９∗∗∗

（２５ ７９）
０ ９７１∗∗∗

（１３ ２６）
１ ５４７∗∗∗

（１０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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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贫困 共居 贫困 共居 贫困 共居

现在有配偶
－ ０ １６５∗∗∗

（ － １３ ３８）
－ ０ １８７∗∗∗

（ － ９ １８）
－ ０ ０９３∗∗∗

（ － ３ ３５）

日常行动能力
－ ０ １２３∗∗∗

（ － ４ ７７）
－ ０ １６３∗∗

（ － ２ ２８）
０ ０８９
（０ ６４）

家庭决策能力
－ ０ ０５９∗∗∗

（ － ２４ ０６）
－ ０ ０４９∗∗∗

（ － ８ ３５）
－ ０ ０８０∗∗∗

（ － ５ ９５）

社区服务水平
－ ０ ０５３∗∗

（ － ２ ５３）
－ ０ ０３０

（ － ０ ６４）
０ ０４２
（０ ９６）

年份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１ ０９７∗∗

（ － ２ ３３）
－ ２ ３２１∗∗∗

（ － ４ ９１）
－ ３ ３８０∗∗∗

（ － ４ ３７）
－ ４ ４４０∗∗∗

（ － ５ ９５）
０ ５７９
（０ ３４）

－ ０ ７６０
（ － ０ ４４）

样本数 ２５２９８ ８９０６ ３３９３
对数似然值 － ２３４６１ ２７ － ８３６２ ２７ － ２５９８ ９１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７９４４ ７７ ７１５８ ３７ １５７６ ７９
预测概率：
　 独居贫困（％ ） ５４ ７７ ６３ ０１ ３８ ２９
　 共居贫困（％ ） １２ ６０ １５ ４９ ３ ５５
观测概率：
　 独居贫困（％ ） ３１ １９ ３８ ４３ ２３ ４１
　 共居贫困（％ ） ２５ ９５ ２８ ９５ １０ ９５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ＬＨ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与子女的联系、 当地地貌特征和年最低气温等贫困可识别因素能显著影响老年人

陷入贫困的概率。 具体而言， 与子女联系更为密切的老年人陷入贫困的风险更低， 这

与宋嘉豪等 （２０１９）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与子女联系更为密切的老年人更可能获得来

自子女的转移支付， 肯定了代际互动对消除农村老年贫困的积极意义； 居住在山地丘

陵地区的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 地形地势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山地丘陵

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欠佳， 不利于老年人的经济增收和经济积累， 这肯定了樊士德和

江克忠 （２０１６） 与罗庆等 （２０１９） 的研究结果； 此外， 所在地区的年最低气温也能显

著影响老年人陷入贫困的风险， 年最低气温越高的地方， 一般越有助于农业和工商业

等经济活动， 进而降低老年人陷入贫困的风险。

共居偏好、 现在有配偶、 日常行动能力和家庭决策等代际居住安排可识别因素与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密切相关， 而社区服务能力对家庭养老的替代功能在乡镇和农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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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具体而言， 当地的共居偏好越强， 表明 “孝道” 和 “共居” 文

化越浓厚， 老年人越倾向与子女共同居住； 同时， 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和日常行动能力

也是影响其代际居住安排的重要因素， 丧偶和日常行动能力受限的老年人更可能与成

年子女共居， 这与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丧偶老人和身体状况较差的

老年人对子女依赖性更强； 家庭决策能力越高的老人， 越可能单独居住， 而与子女共

同居住的老人更倾向于让子女做决定， 自己听从子女的安排， 这与吴海涛和宋嘉豪

（２０１７） 的研究结果相近； 此外， 在除 ２００８ 年以外的年份， 更高的社区服务水平并未

显著降低老年人的代际共居概率， 说明社区养老对家庭养老的替代效应并未发挥出来，

意味着在乡村和集镇地区社区养老和公共养老项目有待进一步推进。

此外， 表 ５ 还给出了预测概率， 可以看出共居老年人贫困率显著低于独居老年人

贫困率， 二者相差 ３５ ～ ４８ 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对于乡村和集镇地区的老年人而言， 通

过代际共居来共享成年子女的经济收入， 是其获取日常生活保障、 规避老年贫困的有

效途径。 另一方面， 表 ５ 还给出了观测概率， 与预测概率相一致， 共居老年人贫困率

也明显低于独居老年人贫困率， 这进一步肯定了在相对欠发达的乡村和集镇地区家庭

养老对于消除老年贫困的积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与观测概率相比， 预测概率下共

居贫困率与独居贫困率的差值更大。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代际居住安排的自选择性相关。

自身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独立性较强， 对子女的依赖程度较低， 更倾向于单独生活，

进而导致观测到的独居贫困率偏低， 共居贫困率偏高。 在采用双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修正居

住自选择性后， 可以看出共居对降低老年贫困的影响更大。

五　 居住方式变化及样本选择的影响

（一） 基本思路

在允许存在贫困状态和共居选择相互影响的情况下， 表 ５ 讨论了贫困状态和共居

选择的影响因素， 在此基础上， 给出老年人共居选择对贫困状态的影响。 本部分将利

用居住状态改变与贫困状态改变之间的联系来讨论这一问题①， 即居住选择的变化是否

会改变其贫困状态， 估计方程的基本设定形式为：

Δ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ｔ ＝ α ＋ βΔｃｏｒｅｓｉｄｅｉ，ｔ ＋ δＸ ｉ，ｔ ＋ εｉ，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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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贫困状态和共居选择都为 ０ － １ 离散变量， 为此采用下列方程形式：

Ｐｒ（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ｔ ＝ １） ＝ α ＋ θ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ｔ －１ ＋ βΔｃｏｒｅｓｉｄｅｉ，ｔ ＋ δＸ ｉ，ｔ ＋ εｉ，ｔ （４）

其中 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ｔ － １表示前一期的贫困状态， 并根据两个年份的居住方式选择构造四种

状态来具体描述 Δｃｏｒｅｓｉｄｅｉ，ｔ， 即两期均共居、 从共居转向独居、 从独居转向共居和两期

均独居等情形。 Ｘ ｉ，ｔ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与表 ５ 中的贫困方程相同。

从表 １ 中各年份样本量的变化来看， 数据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样本损耗。 这种损耗

有可能影响到共居选择和贫困状态的估计结果， 进而影响到这两种状态的关联性。 为此，

在方程 （４） 的基础上， 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性模型的思路予以修正， 即估计方程为：

Ｐｒ（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ｔ ＝ １） ＝ α ＋ θ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ｔ－１ ＋ βΔｃｏｒｅｓｉｄｅｉ，ｔ ＋ δＸｉ，ｔ ＋ ρλ（Ｓｉ，ｔ ＝ １ Ｚｉ，ｔ－１）＋ εｉ，ｔ （５）

其中， λ （Ｓｉ，ｔ ＝ １ Ｚ ｉ，ｔ － １）修正样本选择偏误， 表示根据前期特征 Ｚ ｉ，ｔ － １， 该样本在 ｔ

期仍被观测 （Ｓｉ，ｔ ＝ １） 的可能性。 如果不存在选择性偏误， 则 ρ ＝ ０。 本文以前一年份

中是否患有重病作为选择性偏误修正方程的排除性约束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二） 样本状态变化

如果将相邻两个年份的样本划分为三种类型： 两期均在、 本期流失和本期新进的，

表 ６ 给出了各时期样本量的变化分布。 在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 样本变动比较大， 两

期均在的样本只占 ４６ ４２％ ， 而在随后的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期间，

两期均在的样本分别占 ６２ ６８％和 ７１ ２９％ 。 从样本流失来看，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期间，

样本流失率高达 ３１ ０９％ ， 而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和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期间则分别为

２３ ５９％和 ２１ ７５％ ， 低于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期间的流失率。 新增样本主要发生在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 占 ３０％ 左右， 随后两个时期中， 样本新增数量比较少， 分别只有

６ ２３％和 ７ ７０％ ， 这导致了表 １ 中所显示的相应年份样本大量减少现象。

表 ６　 两个时期样本变动状况 （％）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样本量 贫困率 共居率 样本量 贫困率 共居率 样本量 贫困率 共居率

两期均在 ４６ ４２ ３３ ３７ ４０ ４２ ６２ ６８ ２９ ２０ ３６ ７２ ７１ ２９ ２５ ７３ ２６ ２３

本期流失 ２３ ５９ ３３ ５１ ４１ ５０ ３１ ０９ ３１ ５６ ４０ １４ ２１ ７５ ２５ ７８ ３５ １８

本期新进 ２９ ９９ ３１ ６３ ３８ ２８ ６ ２３ ２５ １２ １５ ０７ ７ ７０ ２５ ３１ １８ １９

　 　 注： 以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为例， 两期均在样本指２００５ 年和２００８ 年均被访， 本期流失样本指 ２００５ 年被访而２００８ 年

失访， 本期新进样本指仅 ２００８ 年被访。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ＬＨ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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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时期中， 流失样本中的贫困率与两期均在的样本没有明显差异。 只有在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期间， 流失样本的贫困率比两期均在的样本高 ２ ３６ 个百分点， 而其

他情形下的贫困率都非常接近。 共居率则不同， 流失样本中的共居率反而要高于两期

均在的样本， 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所扩大。 如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 流失样本中的

共居率比两期均在的样本高出 １ １ 个百分点，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期间扩大到 ３ ４ 个百分

点，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则进一步扩大至 ８ ９５ 个百分点， 共居老年人的样本流失更为严

重。 新进样本的贫困率和共居率都要低于两期均在和流失样本， 共居率的差异表现得

更为明显。 在后两个时期中， 新进样本的共居率分别为 １５ ０７％ 和 １８ １９％ ， 这与新进

样本更加集中在相对年轻的老年人群有关。

对于两期均在的样本， 我们可以描述其贫困状态和共居状态的变动情况， 如表 ７

所示。 从贫困状态变动来看， 一方面， 两期均贫困的比率在下降， 而两期均非贫困的

比率在上升，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两期均贫困占比为 １１ ２０％ ， 比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下降了 ４ ２６

个百分点， 而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两期非贫困的比率高于 ５６％ ， 较之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有了大幅上升； 另一方面， 非贫困转入贫困的比率虽略有下降但总体上

较为稳定， 从 １５ ２７％下降至 １４ ５３％ ， 下降幅度仅为 ０ ７４ 个百分点， 而从贫困转为非

贫困状态， 也就是 “脱贫” 的比率则在下降， 从 ２０ ２４％下降至 １７ ９２％， 下降 ２ ３ 个百

分点， 并且这种下降主要发生在后两个时期之间。 这意味着老年贫困的脱贫难度在加大。

从居住状态变动来看， 一方面， 居住状态均为共居的比例在下降， 而居住状态均

为独居的比例在上升， 符合表 ２ 所揭示的共居倾向式微、 独居倾向加强的趋势； 另一

方面， 尽管共居转为独居的比率和独居转为共居的比率均在下降， 但是共居转为独居

的比率明显高于独居转为共居的比率， 在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二者占比差值超过 ５ 个百分点，

揭示了独居偏好在增强。 从表 ７ 中可以看出， 居住状态变化的比重相对较低。 无论是

共居转为独居还是独居转为共居， 两种状态变化比率的总和在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期间仅

为 １１％ 。 这可能表明， 居住方式体现了相对稳定的偏好。

表 ７　 两期均在样本的状态变化

状态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贫困状态

两期均贫困 １５ ４６ １３ ０９ １１ ２０

非贫困→贫困 １５ ２７ １５ １５ １４ ５３

贫困→非贫困 ２０ ２４ １９ ９２ １７ ９２

两期均非贫困 ４９ ０３ ５１ ８３ ５６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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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状态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居住状态

两期均共居 ２７ ３３ ３２ ０７ ２１ ５４

共居→独居 １３ ８５ ６ ４３ １１ １７

独居→共居 １２ ５８ ４ ７５ ５ ８２

两期均独居 ４６ ２４ ５６ ７５ ６１ ４６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ＬＨ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居住状态变化对贫困状态变化的影响

根据方程 （４）， 表 ８ 给出了居住状态变动影响贫困状态变动的估计结果， 所报告

的是基于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边际效应。 可以看出， 上期贫困的老年人在本期陷入贫困的风险

更高， 其边际效应在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为 １６ ８％ ， 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

上期贫困老年人群在本期陷入贫困的概率为 １６ ８％ ， 而另外两个时期为 １３ １％ 和

１６ ８％ 。 比较不同时期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这种边际效应相对稳定， 即上期贫困人

口的减贫可能性并没有明显改善。 这与 Ｒｅｇｉ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老年人

口的贫困状态通常更加难以改变。

从居住方式变动来看， 相对于两期均独居的老年人， 两期均为共居和从独居转向

共居的老年人的贫困概率更低。 这表明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共居，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共

享了子女收入， 从而改善了自身经济状况， 降低了陷入贫困的风险。 相对于居住方式

不变的参照组 （两期均为独居）， 独居转共居组的贫困概率在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

降低 ９ ５ 个百分点， 而在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期间该边际效应并不显著； 而前两个时期

中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以及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期间） 共居老年人的贫困概率也相

对于参照组分别下降 ５ ７ 个和 ６ ５ 个百分点。 因此， 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共居能降低贫

困风险。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期间贫困状态与居住方式变动的估计结果与前两个时期有所差

异。 这主要表现在与两期均独居老年人相比， 老年人由共居转为独居时陷入贫困的概

率更低， 边际概率下降 ７ ６ 个百分点。 我们猜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后一个时期中农

村地区的转移支付政策 （如低保、 扶贫等） 逐渐增加， 相对而言， 老年人从共居转向

独居将会有更大的可能性获得相应的转移支付从而降低贫困风险。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

数据中缺乏社会保障、 转移支付等详细信息， 因此这一解释有待新的经验证据验证。

当然， 独居转共居以及两期均共居的老年人具有更低的贫困概率， 这一特征与前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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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仍是相同的， 并且这一期间以上两种状态的边际效应明显高于前两个时期①。 因

此， 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共居会降低贫困风险， 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表 ８　 贫困状态变化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上期贫困
０ １６８∗∗∗

（１２ ５０）
０ １３１∗∗∗

（１４ １８）
０ １６８∗∗∗

（１２ ３１）

居住方式变动（以两期均独居为参照）

共居转独居
０ ００５
（０ ２２）

－ ０ ０１４
（ － ０ ２７）

－ ０ ０７６∗∗∗

（ － ４ ２０）

独居转共居
－ ０ ０９５∗∗∗

（ － ４ １２）
０ ０７０
（０ ７０）

－ ０ １２０∗∗∗

（ － ５ １８）

两期均共居
－ ０ ０５７∗∗∗

（ － ３ ００）
－ ０ ０６５∗∗∗

（ － ４ １７）
－ ０ １３４∗∗∗

（ － ６ １０）

样本量 ４３７０ ４５４２ ３１３１

对数似然值 － ２５４３ ９０ － ２４７８ ３０ － １４１４ ６０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２９７ ７５ ２４４ ９５ ３１４ ８０

预测概率（％ ） ３０ ６４ ２５ ９４ ２０ １３

观测概率（％ ） ３３ ３７ ２７ ４２ ２３ ６５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 的水平下显著； 本表未列示的其他控制变量与

表 ５ 中的贫困方程相同。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ＬＨ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四） 样本损耗的影响

从表 ６ 可以看出，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存在较为严重的样本损耗。 如果流失样本与

留存样本在贫困分布、 居住方式类型分布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 将可能导致居住方

式变动对于贫困状态变化的效应估计出现偏差。 因此， 这一部分根据 Ｈｅｃｋｍａｎ 选择性

模型来修正这种偏差， 估计方程 （５）。

表 ９ 给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 其中主方程 （贫困方程） 结果与表 ７ 类似， 报告了

前期贫困和居住方式变动的影响， 选择方程 （样本损耗） 部分报告了前期贫困、 前期

居住方式和排除性约束变量的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 样本选择模型来识别老年

人进入后一年份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４ 年） 调查的概率。 具体而言， 以上一期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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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居状态相对于 “共居转独居” 仍有助于降低相应老年人口的贫困风险。



年人是否患重病作为选择方程中的排除性约束， 认为患下述 ７ 种疾病的老年人更难进

入后续追踪样本， 而不患这些疾病的老年人更可能进入后续追踪调查。 调查问到老人

２００５ 年是否患有 “糖尿病”、 “心脏病”、 “中风及脑血管疾病”、 “支气管炎、 肺气

肿、 哮喘病或肺炎”、 “肺结核”、 “癌症”、 “痴呆” 等 ７ 种较为危险的疾病， 如果患

有这些疾病的话， 意味着老人面临较为严重的健康问题， 进入 ２００８ 年的在世老人访

问范围的概率更低。 随后两个时期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的识别方法与

此类似。

从样本选择方程来看， 前期患有重病显著降低了老年人在后期样本中继续存在的

概率。 ２００５ 年患重病的老年人在 ２００８ 年受访的概率更低， 该估计系数在 １％的置信水

平上显著为负。 与此类似，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患重病的老人在下一期受访的概率也明显

下降。 前期贫困的老年人则有更高的概率依然留在下一期的调查样本中。 前期共居状

态对于是否仍处在下一期调查样本中不具有显著的影响。 这意味着， 样本选择性偏误

跟前期贫困状态具有更强的关联性， 而与共居状态的关联性不显著。 从逆米尔斯比率

的估计结果来看， 样本选择性偏误只对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期间的样本变动具有统计显著

的影响。

表 ９　 Ｈｅｃｋｍａｎ 样本选择模型估计系数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贫困方程

上期贫困
０ １６２∗∗∗

（６ ７５）
０ １５４∗∗∗

（９ ７５）
０ １６８∗∗∗

（９ ４０）

共居转独居
－ ０ ００３

（ － ０ １５）
－ ０ ０４３

（ － ０ ９０）
－ ０ １３２∗∗∗

（ － ６ ６５）

独居转共居
－ ０ ０７４∗∗∗

（ － ３ ５９）
－ ０ ０３１

（ － ０ ３２）
－ ０ １１２∗∗∗

（ － ５ １６）

两期均共居
－ ０ ０５０∗∗

（ － ２ ００）
－ ０ ０７５∗∗∗

（ － ４ ４４）
－ ０ １６８∗∗∗

（ － ７ ５７）
样本选择（ａｔｔｒｉｔｉｏｎ）方程

前期患重病
－ ０ ０９１∗∗∗

（ － ２ ６２）
－ ０ １２５∗∗∗

（ － ３ ４０）
－ ０ ２２７∗∗∗

（ － ５ １８）

上期贫困
０ １４４∗∗∗

（４ ６７）
０ ０７５∗∗

（２ ２９）
０ １１０∗∗

（２ ３６）

上期共居
－ ０ ０４６

（ － １ ３５）
－ ０ ０５８

（ － １ ５９）
－ ０ ０４７

（ － ０ ９９）

逆米尔斯比率 － ０ ３６ ０ １６ － ０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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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

Ｃｈｉ２ 统计量 ２９５ ６０ ２１９ ２４ ３６５ ４０

样本量 ８９０９ ８２９９ ５０３０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 的水平下显著； 本表未列示的其他控制变量与

表 ５ 中的贫困方程相同。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ＬＨ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从贫困方程中的变量符号方向来看， 上期贫困和居住方式变化对于贫困的影响是

相似的， 即上期贫困的老年人在当期陷入贫困的风险更高； 与两期均独居的老年人相

比， 两期均共居的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概率更低； 同时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的

估计结果表明， 独居转共居的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概率更低。 也就是说， 考虑到样本选

择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 共居仍然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贫困概率。

六　 总结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追踪调查数据， 讨论了乡村和集镇

老年人口中， 代际居住方式对贫困状态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 乡村和集镇老

年人口的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 同时其与子女共同居住的比率较低， 分居趋势增强，

此外代际共居老年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低于代际分居老年人口； 同时， 老年人的个体特

征、 家庭特征以及所在地区的地理文化特征均对其贫困风险和代际居住决策有显著影

响。 基于双变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本文讨论了贫困状态和代际居住方式的相互影响， 发现与

成年子女共同居住将显著降低老年人的贫困概率， 在进一步考虑到居住方式变化以及

纠正样本流失所造成的选择性偏差的情形下， 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降低老年人贫困风

险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随着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 农村

贫困已经大幅度减少。 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迁， 农村贫困的结构可能也发生了重要

变化， 老年贫困日益成为主要的贫困类型。 解决老年贫困问题， 一方面固然有赖于来

自于政府的公共转移支付， 另一方面也需要依靠家庭的养老功能。 老年人与成年子女

共同居住， 既是重要的传统养老形式， 也是降低老年贫困的有效途径。 特别是， 老年

贫困并不仅仅表现为收入的匮乏， 更表现在日常照料、 精神慰藉等诸多方面， 与成年

子女共同居住在这些功能的满足方面相对于公共养老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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